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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政策执行综合模型视角
郑石明　 雷　 翔　 易洪涛

【摘要】论文借鉴政策执行综合模型，利用我国３０个省份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排污
费征收面板数据，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显示：单位ＧＤＰ能耗越高、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越高，地方政府满足中央政
策目标压力越大；财政分权程度越大，排污费带给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增加；
政府政策执行机构数量、环境宣教次数和排污费标准办法细则，以上六个变量都
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呈显著正相关。企业治污成本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
呈负相关。而空气污染指数、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数量和环境来信来访总数未对排
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产生显著影响。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问题难易程度、法规政
策和非法规政策变量作为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三大类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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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自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同步”以及“出
台污染治理举措数量与污染程度同步”的怪象。①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４日下午，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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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者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经济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
境代价，而且随着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环境污染程度也愈加严重，笔者将相关学者的观点加
以提炼，详情参阅（李侃如，２０１１）、（李永友、沈坤荣，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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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
订草案，新环保法将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首次将生态保护红线写入法
律，这表明本届政府将花大力气来治理环境污染。但历届政府同样也是高度重
视环境保护，投入大量资金以及出台许多严厉的政策来解决污染问题。其中，
排污费征收政策就是一项欲将企业排污的“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的重要经济性
措施，对中国的污染减排和防治起到关键作用。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征收排污费到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实施前，全国共征收排污费
６７１ ７５亿元，其中用于污染治理的资金约３９２ ５亿元；《条例》实施后到２００９
年６月底，全国征收排污费８０７ ７５亿元，３０年累计征收排污费１ ４７９ ５亿元
（国家环保部环境监察局，２００９）。但由于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地方保护主
义”观念、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监管的缺失以及环保部门“条块分割”矛盾等
原因，导致排污费申报数据不真实、地方政府的宽松执法，类似于协议收费和
违规减免等政策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使排污费征收政策实际实施过程中，并没
有实现将排污企业“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政策目的。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１年底，
全国各地区（西藏除外）排污费开单总额约为９２７ ２８亿元，而入库总额约为
８８２ １８亿元，其中还存在４５ １亿元的差额；①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底全国各地区
（西藏除外）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排污费征收开单金额与入库金额差额总额约为
７９ ３８亿元。② 排污费征收存在如此大的差额，就可能存在排污费征收政策现实
与政策目标的偏离，排污费征收政策的执行力也就大打折扣。那么，到底是哪
些因素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入库金额／开单金额）产生影响？这其中的原
因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即将要探讨的问题。

（二）文献述评

美国政策学者艾莉森（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ｌｉｓｏｎ）认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
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１０％，而其余的９０％取决于有效的执行。”③ 中国的排污费
征收政策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但执行过程中却出现
诸多问题，特别是排污费征收巨大差额的存在，导致排污费征收不能实现将企
业的“负外部成本内部化”，实现污染减排和防治的目的，从而使得政策目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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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国家环保部网站相应年份有关
排污费征收数据的统计结果，数据保留了小数点后两位，与实际数据略有出入。

数据来源于国家环保部网站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３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排污费征收公告数
据统计结果。

转引自（陈振明，２００３：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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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现实产生偏差，这实际上就是政策执行力的问题。“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
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
调与监控等行为，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
目标的活动过程（陈振明，２００４：１１６）。政策执行作为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
它是实现政策目标基本的、唯一的途径。而“政策执行力”是指能够准确理解
政策的目标及方向，并通过精心设计方案、实施方案和对各种人财物、信息、
法律、制度等资源进行集中调控和使用，从而达到有效执行政策，完成既定目
标的政府内在的能力和力量（莫勇波，２００５）。简单地说，政策执行主要是基于
地方政府这一层面而言的，所以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对政
策资源进行控制、调度、使用以使政策达成预期效果的能力和效力（丁煌、汪
霞，２０１２）。

自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政策执行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全面
的研究。首先，在政策执行研究路径方面，陈振明与张国庆等人共同认可的是
西方政策执行研究的三种途径：一是上层决策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途径。
国外代表性的学者研究有保罗·萨巴蒂尔（Ｐａｕｌ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与丹尼尔·马兹曼尼
安（Ｄａｎｉｅｌ Ａ Ｍａｚｍａｎｉａｎ）的综合执行模型（Ｓａｂｔｉｅｒ ＆ Ｍａｚｍａｎｉａｎ，１９８０）。李斯
特（Ｊａｍｅｓ Ｐ Ｌｅｓｔｅｒ）与鲍尔曼（Ａｎｎ ＯＭ Ｂｏｗｍａｎ）利用政策执行综合模型的概
念框架来检验美国５０个州关于有害废弃物处理政策的执行问题，发现技术的不
确定性、政策机构的执行能力以及政策目标群体对州政府经济的重要性等，都
影响着州政府的政策执行（Ｌｅｓｔｅｒ ＆ 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８９）；也有学者将该模型框架用
于评估美国佛蒙特州节能项目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该模型用于政策执行力的
评估非常有效（Ｗａｌｓｈ，１９８９）；在日本，有学者利用政策执行综合模型发现了
导致日本“海岸综合管理计划”政策执行力低的原因（Ｗａｋｉｔａ ＆ Ｙａｇｉ，２０１３）。
该种研究路径正符合中国“中央或上级制定政策，地方或下级执行政策”的政
策现实，政策上传下达、由上而下贯彻执行。所以，国内有贺东航、孔繁斌
（２０１１）基于个案的分析方法对中国政策执行进行经验性的总结分析，认为中国
政策执行遵循一个“高位推动＋层级治理＋多数性治理”的模式和路径。二是
基层实施者优先的“自下而上”的途径。国外代表有迈克尔·李普斯基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ｉｐｓｋｙ）的“街头官僚理论（Ｓｔｒｅｅｔ － 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 ）” （Ｌｉｐｓｋｙ，
１９８０）；国内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１）以个案分析的方法来探究政府内部上下级
部门之间的谈判互动关系。但中国的中央与地方通常是指挥与被指挥、命令与
被命令的关系，地方政府政策制定与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大大削弱。三是多层
面互动的整合途径。国外代表有保罗·萨巴蒂尔（Ｓａｂａｔｉｅｒ，１９８８）的政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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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习模型；国内丁煌、杨代福（２００８）通过个案研究，以政策网络与博弈的
整合分析视角来研究我国房价调控政策的执行问题。同样，中国政策变迁和学
习的主要形式为中央和上级制定新的政策，再传达政策文件和精神到地方，地
方学习、领会并执行中央或上级政策。其中更多体现的是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府
际关系，地方与地方之间横向的政策学习与竞争关系较弱，政策网络也难以真
正形成。其次，在政策执行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及其问题解决对策的研究方面，
国内学者也有大量研究。总的来看，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包括：一是政策
本身的合理性、明晰性、协调性和稳定性；二是制度、人力、财力、信息、权
威等政策资源；三是政策执行组织和人员的主体因素；四是政策目标群体因素；
五是政策执行手段因素（陈振明，２００４）。丁煌、定明捷（２００４）以及周国雄
（２００７）从制度因素的视角针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政策执行阻滞现
象进行个案分析，探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上下级之间利益冲突和博弈，建议应
该完善制度和创新制度；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方面，翁士洪（２０１２）对小岗村农
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进行案例分析，郑寰（２０１２）
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研究对象，研究由于执行网络的破碎，跨流域治理的
政策执行困境，认为应该加强部门与层级之间的协商合作；陈玲、薛澜（２０１１）
从政策执行权威因素的视角，分析中国核电项目当中的利益共谋和政策博弈，
他们认为，由于政策执行权威的失范导致“政策执行软约束”，因而需要明确政
策执行的界线，并使政策过程制度化。

作为一项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排污收费制度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
代初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家产生，中国也于１９７９年的《环境保
护法》当中首次提出排污收费制度，所以，国内外学者都对排污费征收政策进
行了相关的研究。关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和执行力影响因素以及问题和对策
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存在相似的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首先，从排污费征
收政策本身的视角来看，有学者认为现行的政策存在因上门收费而产生的大量
经济成本、排污费征收人为因素导致的执法不严以及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目
标置换”等问题，所以可以通过建立窗口式收费服务来降低政策执行成本以及
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冯涛、陈华，２００９）。张炳等人（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认为中国“绿色信贷”政策执行的主要障碍在于该政策对高污染、高能耗工业
的影响，政策的模糊性，模糊的执行标准以及环境监测信息的缺乏。甚至有学
者认为排污费征收政策对于污染的治理是无效的，最大的挑战来自其执行不力
（Ｓｃｈｒｅｉｆｅｌ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其次，丁煌（２００３）认为，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应该
在资源稀缺性和理性经济人这两个假设前提下，采用利益分析的视角，分别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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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为分析和制度分析两种方法来进行。所以，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出发，周权
雄（２００９）、林海（２００３）、李侃如（２０１１）等人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
集权、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的特殊政府治理结构下，使得政策过程存在分离
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由于利益矛盾而进行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由于
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监管的缺失，导致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和自由裁量权的滥
用；而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也存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利益博弈。所以应该促进排
污费征收政策执行的一体化，加强中央对地方、地方对企业的激励和监管。中
央政府负责政策的制定，将大部分的政策执行职能留给地方政府（Ｘｕ，２０１１），
作为环境监测和环境政策执行的主要部门，地方环保部门的财政支持和人事权
直接受地方政府控制。这就意味着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
政府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因为地方环保部门的权力很有限（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的污染企业要求环保局减少排污费
的征收额，这进一步削弱了排污费征收政策的执行力（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王
华（Ｈｕａ Ｗａｎｇ）和戴维·惠勒（Ｄａｖｉｄ Ｗｈｅｅｌｅｒ）分析在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政
策下，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企业自身经营状况、规制者以及当地环境状况等因
素对排污费征收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主要以排污
费等经济激励政策为主，而没有执行严厉的法律惩罚，导致政策执行不到位
（Ｗａｎｇ ＆ Ｗｈｅｅｌｅｒ，２００５）。此外，还可以从政策目标群体行为分析的视角来分
析企业的环境行为。张炳等（２００７）分析排污企业面对政府、市场、公众多方
面的因素和压力下的环境行为，认为这三方面的因素对企业加大环境政策执行
和污染防治力度方面有着内在联系。林立国（Ｌｉｇｕｏ Ｌｉｎ）基于排污企业在环境
规制体系下的“成本收益”分析视角，以定量分析方法来探究排污费、排污申
报处罚、排污检查这三类变量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排污申报检
查能够规范企业的排污申报行为，但并不能对企业减排产生影响（Ｌｉｎ，２０１３）。
还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排污收费和环境监管对企业排污的影响，
结果表明环境监管比排污收费影响更大（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最后，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效果及其问题和对策的研究较多，但大多是从经
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排污费的污染治理效果和问题，少有文章从公共管理的学科
视角分析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的问题。李永友、沈坤荣（２００８）利用跨省工
业污染数据对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排污费
征收政策对减排起到主要作用，其弹性达到０ ４，但中央政府未能对地方政府及
其环保部门的环保执法起到有效监督作用，再加上排污费率较低，导致企业对
减排的执行不够有力。艾伦·布莱克曼通过对哥伦比亚排污费征收政策一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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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数据的分析得知，哥伦比亚的排污费征收政策实际实行过程中，还是存在
征收范围有限、征收力度不够以及排污费价格和排污标准不严格等问题。但排
污费征收政策的确对减排的作用非常明显，而且通过实证分析得知，严格排污
许可证的发放以及加强监督能够提高排污费征收政策的执行力度（Ｂｌａｃｋｍａｎ，
２００９）。

综上所述，政策执行力和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在１９８７—２０１３年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主题当中，政策执行力和政策执行
影响因素的研究占到３４％。① 但政策执行研究的专业领域分布不平衡，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政策执行研究文献中，６６％的研究都集中于货币和税收领域，环
保和教育等重点领域少有涉及②；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政策执行力实践类研究议题
中，大多集中于“三农”、教育和低保政策，而少有排污费征收等环保政策。③
所以，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来分析以排污费征收为代表的环保政策执行力的
研究存在明显的空白，而环保是政府和公民最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如最近的
雾霾天气以及甘肃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都牵动着政府高层和普通老百姓的神经，
这些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保政策的执行力度。其次，在理论视角方
面，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经济学理论或者制度与行为理论，很难发现有文献从公
共政策学科的政策执行理论模型视角来分析，遵循政策执行研究应有的路径和
模式。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的是定性和规范的分析方法，少定量实
证分析方法，有也大部分是经济学类的研究政策效果，几乎没有政策执行力影
响因素方面的实证研究。

所以，本文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各地区排污费征收的数据，对排污费征收政
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填补目前研究不足而又重要的问题。并且
我们采用政策执行“自上而下”途径当中，马兹曼尼安和萨巴蒂尔的政策执行
综合模型，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为此，我们文章结构安排
如下：第二部分提出本研究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变量选择、数据
来源、研究方法的介绍及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第
四部分是研究总结和结论并提出提高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的建议及未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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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学者定明捷从文献数据库搜集了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１３年优质的公共政策执行研究文献共
６９７篇，其中政策执行力和执行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共２３７篇，详情参见（定明捷，２０１４）。

学者吴庆搜集了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４年７月国内发表的关于政策执行研究的论文共１８１篇，
其中货币和税收政策领域的共６９篇，环保政策无，详情参见（吴庆，２００５）。

学者丁煌、李晓飞搜集了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２年国内有关政策执行力研究的文献共３１１
篇，但未发现有排污费征收等环保政策主题的文献，详情参见（丁煌、李晓飞，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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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框架

目前，中国政策执行的现实路径就是以“中央制定政策，地方分解并执行
政策”这样一种“层级加压”“上令下行”和“高位推动”等为特点的“自上
而下”模式（定明捷，２０１４）。公共政策“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建立在这样
的假设之上：政策由上层制定和规划，再被分解、翻译和具体化为各种指示，
以便于下层的行政官员执行（刘伟忠，２００６）。这恰好符合中国政策执行的实际
模式，因此，我们选取政策执行“自上而下”研究途径当中最具代表性也符合
本文研究实际的理论模型：马兹曼尼安和萨巴蒂尔（Ｍａｚｍａｎｉａｎ ＆ Ｓａｂｔｉｅｒ，
１９８３：３５ － ３８）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

马兹曼尼安和萨巴蒂尔将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概括为三个方面，参见
下表１：

表１　 马兹曼尼安和萨巴蒂尔总结的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
问题的难易程度 法令控制力 非法令因素

①技术难度
②目标群体行为的
差异性

③目标群体占总人
口的比例

④要求改变行为的
程度

①目标的精确性和重要性
②因果理论的符合逻辑性
③财政资源的最初分配
④执行机构内部或执行机构之间的融合程度
⑤执行机构的决策规则
⑥政策执行官员对法令的认同程度
⑦外部人员的正式接触渠道

①社会经济状况和技术
②公众的支持
③追随者的态度和资源
④统治者的支持
⑤执行官员的献身精神
和领导技能

资料来源：（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Ｍａｚｍａｎｉａｎ，１９８０：５４２）

在此基础上，马兹曼尼安和萨巴蒂尔又提出一个综合性的、动态的政策执
行模型，即政策执行综合模型（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 Ｍａｚｍａｎｉａｎ，１９８０）。因此，借鉴马兹
曼尼安和萨巴蒂尔对影响政策有效执行因素的分析及其提出的政策执行综合模
型，我们构建了“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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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理论框架
问题解决难易程度 政策法规和制度因素 非法规和制度因素
①企业治污成本
②工业能耗水平
③环境污染指数

①中央环境政策　 　
②地方环境政策　 　
③地方经济自主能力

①政府政策执行机构数量
②政策宣教次数　 　 　 　
③公众参与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研究假设

１ ． 问题解决难易程度
首先，对于排污费征收政策目标群体—排污企业来说，许多研究表明，企业

会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做出缴纳排污费的策略行为（曾贤刚、程磊磊，
２００９）。若企业治污成本大于排污费征收政策带来的收益，那么企业将不会配合
排污费的缴纳，反之则相反。而在目前看来，排污费的缴纳更多的是给企业带
来经济负担，环境效益对企业并没有带来直接经济利益。所以，在总成本限定
的情况下，企业为了尽可能地控制成本，企业治污成本与排污费的成本总是一
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其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中央政府的“十一五”和“十
二五”等节能减排计划、“两型社会建设”“淘汰落后产能与企业转型升级”以
及对生态环境绩效的不断重视，都对地方政府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况且在中
国目前的“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亦取决于对中
央政策的执行情况（闫文娟、钟茂初，２０１２）。① 因此，地方政府在大力发展经
济的同时，会因环境和能耗压力的加大而不断加大排污费等环境政策的执行力
度，以迎合中央的政策目标。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企业污染治理成本越高，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越弱。
假设２：工业能耗水平越高，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越强。
假设３：环境污染指数越高，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越强。
２ ． 政策法规和制度因素
较弱的政策规制能力将会造成执法不严（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９）。有学者认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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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者闫文娟、钟茂初（２０１２）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只重视经济发展而
轻视环境政策的执行，从而导致地方污染物排放和排污费同时增加的局面。但我们认为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随着中央政府在地方绩效考核当中对生态环境指标的不断重视，地方政府会
相应地不断重视环境政策的执行以迎合中央政策目标，保证官员的政治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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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央政府推动地方政府的发展主要遵循两条逻辑：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中
央政府根据自身政策意图来调控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对财政和政治因素二
者进行权衡，以回应中央政策（唐睿、刘红芹，２０１２）。中国在目前“自上而
下”由中央高层推动的环保政策执行模式下，地方政府迫于上级压力不得不加
强排污费征收政策的执行力度；随着中央政府政策目标由“ＧＤＰ”向环境、民
生等方向转移，地方政府为回应中央政策目标，出台相应环境政策也是一种增
强政策执行力的表现。其次，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推行财政分权以来，地方政府
基于“逐利经济人”的一面，会对某些归入本级财政的税费政策表现出比较强
的积极性，比如“土地出纳金”和“排污费”等。有研究表明，增加地方政府
的可支配财力可提高外部性不大的污染治理，对于有利于增加税费收入的政策，
地方政府会乐意执行（崔亚飞、刘小川，２０１０）。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４：中央环境政策控制力度越强，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越强。
假设５：地方环境政策控制力度越强，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越强。
假设６：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大，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越强。
３ ． 非法规和制度因素
通过仔细观察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的历程，可以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

执行力的强弱与是否具有可替代政策，而不是环境立法（ＡＬ － Ｋｈａｔｉｂ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Ｆｏｕｒｉｅ，２００６）。在政府政策执行机构数量方面，有研究认为，由于某些
地方环保机构资源投入较少，例如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欠缺，导致政策
到达地方基层难以执行，从而影响排污费的征收（李周炯，２００９；高树婷等，
２０１４）。其次是政策宣教次数，政策宣教属于政策执行阶段的准备环节，政策目
标群体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直接影响政策的执行力。环境宣传教育作为改
变个体态度和行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很有必要培养公众及企业主的环保行为，
实现可持续发展（Ｔｈａｔｈｏｎｇ ＆ Ｌｅｏｐｅｎｗｏｎｇ，２０１４；Ｚｏｎｇｒａｆａｋ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ＭｃＫｅｏｗｎ，２００２）。最后是公众参与水平，马建平（２０１２）等学者研究表明，公
众环境信访投诉等环保诉求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环保政策执行有显著影响，认为
公众的环境诉求应该纳入环保执法当中，因为这样会给执法部门造成一种民意
压力，从而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７：排污费征收政策政府执行机构资源投入越多，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
力度也越强。

假设８：政策宣教次数越多，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也越强。
假设９：公众环保诉求越强烈，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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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选择、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实证结果

（一）变量选择与设定

本文采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各地区（不含港澳台）排污费征收等相关数据为研
究样本。另外，由于西藏数据缺失，从而剔除这一样本共有３０个地区样本。
“排污费征收政策”即排污者付费政策，“谁排污，谁付费”，从而体现“庇古
税”将“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功能。根据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字第３６９号）及《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表明排污费征收
政策具有明确的征收依据，如何征收、征收多少、怎样征收都已明确，即排污
费的开单金额已明确。① 排污费征收政策的执行即实现入库金额与开单金额相一
致的目的，因此，“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则指实现入库金额与开单金额相一
致，使外部污染成本内部化这一目的的能力和效力。所以，我们用“（排污费入
库金额／开单金额）１００％”来表示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Ｙ），入库金额占
开单金额比重越大，则表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越强。

此外，影响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的三类自变量具体包括：
１ ． 问题解决难易程度
①企业治污成本采用“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当中企业自筹所占比

重（Ｃｏｒｐ） ＝企业自筹金额／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总额”表示；②地区工业能
耗水平采用“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指标值（吨标准煤／万元）”表示，也就是
地区单位ＧＤＰ生产能耗（Ｆｕｅｌ）；③地区环境污染指数方面，由于最近大气污染
比较严重，也最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关注，所以采用“各地区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来衡量。
２ ． 政策法规和制度因素
①中央环境控制政策分别采用“各地区国家重点监控污染企业数量（Ｃｏｎｔｒｏｌ）②”

和“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节能减排计划当中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ＣＯ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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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办法明确规定排污收费种类（《办法》第三条）、收费依据（《办法》第十二条）、
收费计算方法（《办法》附件“排污费征收标准及计算方法”，明确规定污水、废气、固废、
噪音污染收费计算标准）等，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申报一经核准，各种污物的排放皆由仪器检
测（不能用仪器检测的用抽查的方式）。

国家环保部数据中心只统计和公布了２０１０年以后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的数据是从环保部公布的相应年份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ｐｄｆ文件当中统计得来的。
由于２００８年的文件缺失，因此采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平均计算得出２００８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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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②地方环境政策直接采用“各地区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ＰＷＦ）①”；③各地区财政分权程度（Ｆｅｎｑｕａｎ）借鉴张晏、龚六堂（２００５）的
采用“各地区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来衡量。
３ ． 非法规和制度因素
①排污费征收政策政府执行机构数量采用“各地区环保系统年末国家、省

级机构总数（ＨＢＪＧ）”表示；②环境宣传教育次数采用“各地区每年环境宣教
活动次数（ＨＪＸＪ）”表示；③公众参与水平采用“各地区环境来信（封数）来
访（批次）总数（ＸＦ）”表示。
４ ． 控制变量及其解释
我们共引入四个控制变量：①各地区年末人口（Ｐｏｐ）；②各地区年末失业

率（Ｕｎｅｍｐ）；③各地区人均ＧＤＰ （ＰｅｒＧＤＰ）；④各地区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ＧＤＰ２）。其与因变量的相关性说明如下：

①人口。一个地区的人口庞大，就业压力相应也较大，地方政府可能更重
视ＧＤＰ的增长，轻视环境保护；或者人口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环境承载
压力大，等等。这些都会加大环境政策执行的阻力，影响排污费的征收。

②失业率。同理，失业率越高，地方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压力就越大，对
企业排污费的征收可能会放松，从而提高污染企业的存续能力，甚至引进污染
企业，保证就业率。

③人均ＧＤＰ与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这两个控制变量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一是，人均ＧＤＰ越高，若地方政府产业结构不合理，比如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大，污染物排放相应会越多。说明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ＧＤＰ增长，
从而环境政策执行力较弱，放松对排污费的征收；另一种解释是，若地方政府
产业结构合理，第三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并重视环境保护，因
而会加强环境政策的执行力，进而影响排污费的征收。这两种不同的解释与
“环境库兹涅茨倒Ｕ曲线”原理相一致：即当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时，随着经济
增长，环境污染也越严重；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越过了倒Ｕ的端点时，随着
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程度降低（钟茂初、张学刚，２０１０）。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中国３０个地区（不含港澳台）的相关数据，
其中西藏因数据不完整而没有包括在内。本文有关环境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

９３

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① 国务院于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颁布《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各地区也先后更新和
颁布了相应的实施细则，更新的地区为１，未更新为０。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环境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环保部等官方网站公布数据；其他变量
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具体数据来源①见表３，表４为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３　 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 单位预期关系 数据来源

因
变
量

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Ｙ） ＝
（排污费入库金额／开单金额）
× １００％

％

排污费开单金额来自国家环保部网
站“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各地区排污费征
收情况”数据；入库金额来自于
《中国环境年鉴》

自
变
量
工业治污投资企业自筹比重
（Ｃｏｒｐ） 比值 负相关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年

鉴》②

单位ＧＤＰ生产能耗（Ｆｕｅｌ） 吨标准
煤／万元正相关 同上

空气污染指数（ＡＰＩ） 指数 正相关 国家环保部网站数据中心全国城市
空气质量日报③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数量（Ｃｏｎｔｒｏｌ） 个 正相关 国家环保部数据中心污染防治数据
“十一五、十二五”化学需氧量
减排目标（ＣＯＤ） ％ 正相关 国务院“十一五、十二五”节能减

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更新排污费标准办法细则
（ＰＷＦ）

有１，
没有０ 正相关 国家环保部网站及各省环保厅网站

财政分权程度（Ｆｅｎｑｕａｎ） 比值 正相关 《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省级环保机构数量（ＨＢＪＧ） 个 正相关 《中国环境年鉴》
环境宣教活动次数（ＨＪＸＪ） 次 正相关 同上

环境来信来访总数（ＸＦ） 百封，
百批次正相关 同上

控

制人口（Ｐｏｐ） 万人 《中国统计年鉴》

变

量失业率（Ｕｎｅｍｐ） ％ 同上
人均ＧＤＰ （ＰｅｒＧＤＰ） 元 同上
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ＧＤＰ２） ％ 同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部数据库数据自制。

０４

◆专栏

①

②

③

我们在模型调试过程中引入了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ＦＤＩ、三废排放、环境事故次数、
环境行政规章、处罚、诉讼、犯罪等其他变量，但数据结果均不显著。因此，这些变量没有纳入最
终面板数据模型当中。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当中某些省份环境数据存在缺失，因而从《中国环境年鉴》中补齐。
我们用计算机数据挖掘的办法从国家环保部网站采集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全国各城市每日空

气污染指数，求年平均值，再将各省每年城市污染指数加总除以各省公布污染指数的城市数量，
最终得出各省空气污染指数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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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Ｙ ９５ ２１５ ５ ３８３ ７４ ８４３ １０７ ９７３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Ｐｏｐ ４ ３９３ ５９６ ２ ６４５ ２１９ ５５２ ０００ １０ ５０４ ８５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ＧＤＰ２ ４８ ７９１ ７ ６７７ ２３ １００ ６１ ５０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Ｃｏｒｐ ０ ９４６ ０ ０４２ ０ ６５９ １ ００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Ｆｕｅｌ １ ３４９ ０ ６８３ ０ ４５９ ３ ９５４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Ｕｎｅｍｐ ３ ６４７ ０ ５９３ １ ３７０ ４ ５７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９９ ７３３ ２２２ ３２０ ２２ ０００ １ １２０ ００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ＰｅｒＧＤＰ ３０ ６０２ ７６０ １７ ６３６ ３８０ ７ ２７３ ０００ ８５ ２１３ ００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ＰＷＦ ０ ６４０ ０ ４８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ＣＯＤ ９ ０３７ ４ ５４２ ０ ０００ １５ １０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ＨＢＪＧ ４１６ １７３ ２２７ ２８２ ４５ ０００ ９８８ ００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ＡＰＩ ６９ ５６７ １１ ６７８ ３１ ０００ １０８ ００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Ｆｅｎｑｕａｎ ０ １４１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１ ０ ４０６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ＸＦ １７０ ５５３ １９４ ５６３ ０ ５２０ １ １７９ ３３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ＨＪＸＪ ３７１ ４４５ ３６８ ４０５ ０ ０００ ２ ３６３ ０００ Ｎ ＝ １５０，ｎ ＝ ３０，Ｔ ＝ ５
注：数据根据四舍五入法则保留小数点后三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部数据库数据自制。

（三）研究方法

因为本文研究的是不同省份在不同时间点上的法规政策、非法规政策因素、
问题解决难易程度因素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存在不同的时间和横
截面序列，所以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２ ０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为了选择合适的模型对
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我们首先采用Ｆ检验测试数据，其Ｐ值为０ ００００，表明该
面板数据拒绝使用混合模型的默认假设，因此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其次在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预测的过程中，为减少模型预测的偏差并提高其稳健性，
我们通过“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Ｗａｌｄ”检验以诊断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性
与自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５）。结果表明数据模型存在异方差性与自相关性，
致使回归模型的部分基本假设不能成立，从而影响普通固定效应模型预测的有
效性与稳健性。因而，我们采用了“Ｄｒｉｃｏｌｌ － Ｋｒａａｙ ”标准差固定效应线性模型

１４

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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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调整面板数据中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系数的标准差，以控制自相关和
异方差。“Ｄｒｉｓｃｏｌｌ － Ｋｒａａｙ”标准差固定效应模型通过修正非参数时间序列协方
差估计量使模型无论在横截面个体相关还是在纵向时间依从上都能实现稳健预
测（Ｄｒｉｓｃｏｌｌ ＆ Ｋｒａａｙ，１９９８）。

表５　 面板数据模型的Ｆ检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结果
检测统计量 Ｙ方程 结论

Ｃｒｏｓ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统计量 ４ ０９０
（Ｐｒｏｂ ＝ ０ ０００）

拒绝混合模型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统计量 ６ ４１４ ２２０
（Ｐｒｏｂ ＝ ０ ０００）

拒绝方差齐性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ｔｅｓｔ统计量 ７ ２４２
（Ｐｒｏｂ ＝ ０ ０１２）

拒绝自不相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部数据库数据自制。

根据以上检验，本文因变量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为：
方程Ｙｉｔ ＝ α ｉ ＋ β１Ｘｉｔ ＋ β２ Ｚｉｔ ＋ θ ｉｔ
方程Ｙｉｔ中变量的下标ｉ表示不同的横截面个体，即不同的省份地区，ｔ表示

所观测的不同年份（２００７—２０１１）。α为此面板模型的常数项。β１、β２ 为待估
计系数。θ为残差项。因变量Ｙｉｔ代表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Ｘｉｔ代表自变量矩
阵，Ｚｉｔ代表控制变量矩阵。

（四）实证结果

我们通过用“Ｄｒｉｃｏｌｌ － Ｋｒａａｙ ”标准差固定效应线性模型来检测各因素对排
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其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６所示。

通过单侧检验，模型整体回归结果表明，大部分参数都在５％和１％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有的甚至在１％以下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如财政分权程度和单
位ＧＤＰ能耗等，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模型拟合优度也将近２０％。但空气污染指数、国家
重点监控企业数量、环境来信来访总数、人口和失业率均不显著，这有可能是
因为空气污染指数受多种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所以空气污染指数对排污费征
收政策执行力无法造成有效的压力；而各个地区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数量是相
对有限的，只能对重点企业的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产生影响，而不能对整个地
区所有排污企业的排污费征收产生影响；另外，关于环境来信来访总数，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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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年鉴》上面关于环境信访的统计数据显示，各地区每年环境来信和来
访的数量与已办结数量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这说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公民的
环境信访诉求处理并不及时，也不是很重视，更进一步说明公民对政府和企业
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回归结果中的显著性变量：

表６　 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Ｃｏｅｆ． Ｓｔｄ． Ｅｒｒ．

问题解决难易程度 Ｃｏｒｐ － ２１ ５０１５ ５ ４７７７

Ｆｕｅｌ ３ ６４９６ ０ ５０４４

ＡＰＩ －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４１４

政策法规和制度因素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３３

ＣＯＤ ０ ３３１８ ０ １１９７

ＰＷＦ １ ２５８５ ０ ８３８５

Ｆｅｎｑｕａｎ ４９ ７９８４ １３ ３５００

非法规和制度因素 ＨＢＪＧ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３４

ＨＪＸＪ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６

ＸＦ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Ｐｏｐ －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１３

Ｕｎｅｍｐ － １ ２０１２ １ ６９１６

ＰｅｒＧＤＰ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１

ＧＤＰ２ － ０ ２１９０ ０ １３２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２４ １８１５ ２０ ２２０８

Ｎ １５０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１９５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单侧检验）。数据根据
四舍五入法则保留小数点后四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部数据库数据自制。

１ ． 问题解决难易程度
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企业自筹比重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在Ｐ值为１％的

置信水平上呈高度负相关。而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污染治理投
资企业自筹比重每增加１％，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减弱２１ ５０１５；②单位
ＧＤＰ生产能耗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也在１％的置信水平上呈高度正相关。在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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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单位ＧＤＰ生产能耗每增加１％，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
力增强３ ６４９６；然而空气污染指数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没有显著相关性。
２ ． 政策法规和制度因素
①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

在５％的置信水平上呈高度正相关。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化学需氧量减排
目标每增加１％，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也增强０ ３３１８；②排污费标准办法细
则更新与否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在Ｐ值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地方更新排污费标准办法细则，那么排污费征收
政策执行力将会增强１ ２５８５；③财政分权程度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在Ｐ值
１％的置信水平上呈高度正相关。财政分权程度每加大１％，排污费征收政策执
行力就增强４９ ７９８４。但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数量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不存在
显著相关。
３ ． 非法规和制度因素
①国家、省级环保机构数量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在１０％的置信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并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机构数量每增加１％，排污费征
收政策执行力将提高０ ００５５；②环境宣教活动次数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环境宣教次数每增加
１％，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将提高０ ００１０。③但环境来信来访总数与排污费征
收政策执行力不存在显著相关。
４ ． 控制变量方面
人均ＧＤＰ和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都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呈显著负相

关，特别是人均ＧＤＰ呈现高度相关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均ＧＤＰ每
增加１％，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减弱０ ０００３，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每增加
１％，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减弱０ ２１９０，但人口和失业率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
行力不相关。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立足于目前国内环境污染治理的热点问题，特别是污染治理实际过程
中出现的“环境政策执行力”低下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而排污费征收政策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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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主要的经济型污染控制政策，仍然存在因政策执行不力而导致企业的
“外部成本”无法“内部化”，政策现实与政策目标产生差距，排污费征收政策
也因此效用降低。所以，本文以中国的排污费征收政策为分析对象，基于马兹
曼尼安和萨巴蒂尔政策执行“自上而下”综合模型，构建出“排污费征收政策
执行力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通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中国
３０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 ． 污染问题解决难易程度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呈显著相关
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企业自筹比重越高，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就越弱。

这是因为排污企业面对排污费征收政策，会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角色对缴纳排污
费所造成的成本和可能带来的收益进行分析，在目前环境监管不足和政策执行
不力的情况下，缴纳排污费会给企业在治理污染的基础上再增加额外成本，所
以企业会尽可能钻空子少缴甚至不缴排污费（曾贤刚、程磊磊，２００９）。樊杏华
（２０１３）通过实证分析也表明污染防治成本影响排污费效用的发挥，而且企业治
污成本的提高会增加其排污行为，从而增加排污费征收难度。假设１得到验证。

②单位ＧＤＰ能耗越高，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也越强。有学者通过实证分
析表明，１９９９年以来，中央政府调整了既有的激励结构和央地互动关系，地方
政府从之前的ＧＤＰ锦标赛一元竞争模式改变为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为目标的
二元竞争模式（唐睿、刘红芹，２０１２）。所以，在中央政府强调“低能耗，高
产能”的政策导向之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强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以淘汰
落后产能。当高层领导人将注意力转向某个议题并大力宣传该领域时，地方官
员将会更加谨慎地关注这个领域（李侃如，２０１１）。很显然，随着环境问题的凸
显，中央政府领导人也愈发强调环境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假设２得到验证。
但由于空气污染指数成因过于复杂，而且存在空间相关性，所以，假设３未得
到验证。
２ ． 政策法规和制度因素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有显著相关性，而且对排

污费征收政策的执行充当导向作用
①对于中央的环境规制政策来说，由于中国的政策执行是一个“上令下行”

的自上而下模式，中央政府有对地方政府的人事晋升和任免权，所以中央的环
境政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比较强的行为导向（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１）。因
而，“十一五”“十二五”当中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定得越高，地方减排任务就
越重，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也相应的会加强，假设４得到验证。但是由于各
个省份地区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数量相对有限，无法对全省的排污费征收产生
较大影响。②地方政府不论是基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的动力颁布或更新排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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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标准办法，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强排污费征收政策的执行力。因为地方政
府这样一方面是为了迎合中央的政策要求，另一方面需要满足公众的需求以维
护政府权威与合法性。任何决策都是由特定主体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陈玲、
薛澜，２０１１）。在中央政府统一颁布排污费征收管理办法的情境下，地方政府需
做出回应。所以，假设５得到验证。③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排污费征收政策执
行力度也越强，并且其系数达到４９ ７９之大。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基于
对政治晋升的需求，在税收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进行权衡过程中会采取“骑跷
跷板”策略，这就取决于税种的设置，如果地方政府有较大的税收立法权和归
属权，那么地方政府会选择增加可支配财力的同时加强环保政策执行力（崔亚
飞、刘小川，２０１０）。而排污费的归属按１：９的比例，１０％缴入中央国库，
９０％作为地方预算①。所以，地方政府对排污费有较大的裁量权，排污费的征收
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从而地方政府同时也会加强排污费征收政策
的执行。因此，假设６得到验证。
３ ． 非法规和制度因素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也有显著相关性，特别是政

府相关部门的行为变量，因为中国的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的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从而环境执法部门行为会直接影响排污费征收政策的执行力

①国家、省级环保机构数量越多，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越强。李周炯
（２００９）等人认为中国的地方环保机构资源投入较少，导致环境监管系统难以起
到应有作用。所以环保机构数量的增加，可以增强环境执法能力，增强监管力
度等，从而提高政策执行力，由此，假设７得到验证。②环境宣教次数越多，
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越强。因为，如果期望政策目标群体很好地配合政策的
执行，前提是目标群体理解并认同该政策。所以，排污费征收政策作为一项环
保政策，排污企业起初很难从自身利益的角度中转换到公共利益的立场上来，
也不能立刻认识到环境污染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而需要加强环境的宣传教
育，使政策目标群体更好地理解并执行排污费征收政策（Ｔｈａｔｈｏｎｇ ＆
Ｌｅｏｐｅｎｗｏｎｇ，２０１４）。所以，假设８得到验证。但由于目前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的
监督作用非常有限，再加上政府对公民环境信访诉求的处理和回应力度还不够，
假设９未得到验证。
４ ． 某些控制变量也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存在显著相关性
①人均ＧＤＰ越高，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度越弱。这可以用目前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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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条规定。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财政分权”体制来解释，由于我国还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过渡期，所以总体趋
势上，地方政府还处于“重经济，轻环境”的状态。②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越
高，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越弱。很明显，由于污染物的排放主要来源于工业，
地方政府的工业比重越大，污染物排放强度也越大，一方面，排污费征收会更
复杂；另一方面，排污征收可能会给当地工业企业带来更多的生产成本，从而
影响当地的税收来源。

（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得
出以上结论，而且上述有数据支撑的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政策借鉴意义，
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 问题解决难易程度方面
①要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排污费补助、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的比例，从

而减少企业治污的成本，从总体上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供企业缴纳排污费的
成本空间，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因为搜集的统计数据表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
企业自筹的比重基本维持在９０％左右，而排污费补助等却占很小比例，所以提
高排污费补助、政府转移支付和环保贷款，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治污成本，另
一方面也可以让企业缴纳的排污费真正用在企业治污上，这样企业更有缴费意
愿。②加大环保和生态建设在地方政府考核当中的比重，或者建立所谓的“绿
色ＧＤＰ”考核制度，以平衡单一的“ＧＤＰ锦标赛”竞争模式，建立地方政府多
元的竞争模式。
２ ． 政策法规和制度因素方面
①加强中央的环境政策的控制力度，完善制度设计，以保证地方政府严格

执行中央的环保政策。在中国目前“政治集权，行政分权”的治理结构下，地
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由于中央政府客观存在的“有限理性”缺陷，
再加上监管和考核制度的不足以及央地关系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地方政府
代理人目标与中央的委托目标发生偏离。所以，应该通过固定渠道开放公民、
社会团体与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权，比如将环境民意调查结果纳入官员的考核，
用微博、新闻报道、法律诉讼等民意和舆论压力来监督和限制地方政府的行为。
②鉴于地方政府会采取“骑跷跷板”的策略，那么中央政府可以采取相应的激
励措施，比如加大排污费本级政府入库比例，但必须严格资金的入库和专项使
用，以免资金的贪污和违规使用。③对于缴纳排污费单位的激励方面，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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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并满额缴纳排污费的企业给予奖励，奖励形式可以是按缴纳情况不同给予
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增加排污补助、低息或免息贷款；亦可对所有排污单位
建立责任评价体系，根据缴纳情况评定不同等级，并向社会公开，为表现良好
的企业树立正面形象，形成一种无形资产。
３ ． 非法规制度因素方面
①增强环保机构资源的投入，特别是提高地方基层和重点环境执法区域环

保机构的级别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投入，以保证充足的执法力量。这
方面的投入不仅仅是外部投入，更强调内部投入，比如内部人员的培训和人力
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激励措施，根据实际业务工作要求进行技能和素质培训，
完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的构建，形成内部竞争机制。②当然要进一步增强环境
宣传教育水平。不再只依靠简单的纸质等传统媒体的宣传，而是要充分利用微
信、微博等新兴媒体进行策略性的宣传，甚至可以将宣传服务外包给专业的公
关公司，以提高宣传效果。

此外，还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不应盲目发展第二产业以单纯地追求ＧＤＰ的
增长，而是要根据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以及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这同样可以向专业的咨询公司咨询和购买战略规划等服务，将专业性的公共服
务合理地外包给相应的专业公司。另外，例如理顺环保部门的“条块关系”、环
保制度创新等，都需要从上层制度设计的改革入手，是一个更加复杂和困难的
过程，因此需要今后再做进一步深入探讨。

总之，本文借鉴政策执行综合模型，采用我国３０个省份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排
污费征收面板数据，开展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因中国政
策执行过程中“上令下行、高位推动、层级加压”的特点，我们在西方政策执
行问题研究的三种研究途径当中，选择“自上而下”的途径，通过实证检验基
本验证了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综合模型，在中国特定政策情景下
对西方政策执行理论进行检验。

此外，在检验西方政策执行理论的同时，也实现了其在中国特定政策情景
下的发展。例如，政策法规和制度因素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有显著影响，
特别是中央政策法规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越强，政策执行力也越强。这是由中
国特定的央地关系决定的，中央掌握着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官员的政治晋升，能
够将中央的强力意志贯彻到地方政府，使政策得到有效执行，这也是中国与西
方政策执行所不同的“特色”之处。又如，非法规制度因素当中，“公众环境来
信来访数量”并未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产生显著影响，这就说明中国的公
众、社会组织和第三方机构等外部因素并未对政策执行或环境治理产生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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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这也正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所欠缺的。而政策执
行或环境治理的第三方以及多主体参与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４
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提出“坚
持排污者付费、坚持市场化运作、坚持政府引导推动”的三项基本原则。以上
两点，也是本研究对政策执行综合模型在中国的发展，但由于研究素材、数据
收集有限，无法一次性对政策执行综合模型中的所有因素分析到位，有待进一
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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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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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玲

《公共行政评论》
组建专栏与投稿邀请函

本刊自创刊以来，一直坚持以专栏的形式集中反映公共管理实践领域和
学科内的热点、重点问题以及引领学术讨论，专栏已成为本刊的最重要特
色之一，并深受各界的好评。为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本刊诚挚邀请在公
共管理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与我们一起组建专栏，把此一品牌栏目办得
更好。

有意向者，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并请提交一份组建专栏计划书，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专栏主题、文章篇数、文章题目、作者简介、交稿日期。

同时本刊其他栏目也特别欢迎原创性的、理论扎实的投稿文章，欢迎广
大读者为我们赐稿！

２５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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